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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公益，要热情还要专业
1 月 22 日， 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之初， 郝南以一个医生的专业
本能， 感到医疗资源紧张将成为
很大挑战———大量的新冠肺炎患
者和非新冠肺炎患者在医院门口
排队时很可能会交叉感染， 而医
院收治量饱和后无法再接收新的
病人。 凭借多年投身公益事业的
行动力， 郝南发起成立了一个专
业线上医疗关怀团队， 为居家隔
离患者提供医疗关怀支持。 这就
是由 400 多名医务工作者、200 多
名社工和心理专业志愿者组成的
NCP 生命支援网络。

同一时间，王莹也着手发起
医疗物资捐赠。 作为上海手牵手
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王莹平
时与医院接触较多 。 武汉封城
前，她已与湖北的 6 家医院取得
联系 ， 得以了解医院的紧张状
态，迅速发起了募捐。

疫情突如其来 ， 很多如郝
南、王莹一样的志愿者织起了一
张大网，为医生提供上下班接送
服务、为滞留武汉的外地务工者
提供帮助、收集非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的信息……爆发出令人惊
叹的力量。

“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应对
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是不可缺少
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表示。 2008 年汶川地震时，王振
耀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国
家救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在
他看来 ，“这次仅捐赠款物的规
模就和汶川地震时相当，而且志
愿服务范围覆盖了包括残疾人、
老年人 、社区工作人员 、医护人
员在内的各个人群，参与的主体
既有基金会 、专业化组织 ，也有
企业和民间自发的组织，形成一
个巨大的平台”。

热潮退去之后

郝南和王莹是从 2008 年起
投身于公益事业的。 在清华大学
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
看来，汶川地震是一个唤起公民
参与意识的节点，“之前人们觉
得那是公益部门的事情，在此节
点之后，公众意识到自己也可以
是参与者，公益议题显性化了”。

12 年间，公益组织从一个事
实概念成为慈善法明确的基金
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三
种形式，各个组织建设也经历了
很大的变化。

当年，奔赴地震灾区的郝南
目睹了救援中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混乱和低效，成立了专做协调
信息工作的“志愿者之家”，日后
发展为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我们现在半小时就能估算出灾
区建筑分布、受损情况。 几个小
时之内就清楚地震的影响是什
么、该怎么救。 ”郝南说。

但这次应对疫情，郝南并没
有率先启动该团队，而是从零开
始组织了 NCP 生命支援网络。
“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更重要，在
线诊所可以直接支持到不能去

医院的患者，他们的需求可能会
被忽视。 ”

工作可以说达到了预期，但
郝南的心情却很复杂。“我们十
多年的积累，所有的专业经验在
疫情暴发前期没有得到应用。 ”
他认为在疫情暴发后一周至 10
天左右的时间，是民间散在的志
愿者在自发行动。 但与此同时，
在民间自发组织了大量捐赠后，
有些与医院的需求对应不上 ;志
愿者热潮涌入，一周之后慢慢退
去; 救灾资源波动性极大等问题
显现。“我们这些自诩为专业的
救灾组织， 几乎是失语、 失能
的。 ”郝南说。

王振耀分析：“我们的社会
组织和政府机构对自然灾害的
应对，尤其是地震，已经比较成
熟了。 但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同的
灾种，更为复杂。 首先很多志愿
者无法到达当地。 其次，现在民
政部的救灾救济职能划归到了
应急管理部，而此次并非启动自
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应急管理部
无法启动响应，卫生部门又相对
缺乏应急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没
有与社会慈善组织对接的部门，
出现了一些矛盾、混乱。 ”

慈善组织专业化的重要性
凸显

短暂混乱后，秩序逐渐建立
起来。 贾西津观察到，慈善组织
开始形成平台，一些行动力很强
的基金会在倡导形成日常应对
机制，在后续抗“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一个
共同症状是呼吸衰竭。 依托与基
金会的合作，王莹、郝南都投入
到了组织捐助呼吸机工作中，这
是普通的捐赠者无法做到的。 此
次疫情中，社会慈善组织陆续捐
赠了数千台呼吸机。

慈善组织规模起来了，组织

化程度提高了，面对大灾大疫能
立即行动起来， 但王振耀强调，
“这次疫情应对凸显了社会慈善
组织专业化的重要性，社会上能
够将社会服务视为专业的、有使
命的职业的理念还没有完全确
立，很多人将个人捐款和专业组
织混为一谈。 ”

专业化的前提是要将公益事
业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 但为数
不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还面临因
个人生计而被迫放弃的困境。 王
莹的团队除了在上海做临终关怀
服务以外， 还与其他医院组织合
作做赋能培训。 他们一共只有 5
名全职人员。“申请资金非常困
难，远不够维系生存。现在我们大
多是从创新的角度申请基金会的
项目资金。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从
前的项目启动不了， 申请的专项
资金就启动不了， 疫情至今没有
工作经费。 ”王莹说。

郝南为了实现团队的专业
化，多年来自费参加了许多国际
会议， 如 2015 年去日本仙台参
加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

“有时没人邀请我， 我就是去学
习的，了解一下国际上的组织都
在用什么技术、 用什么模型等。
卓明也参加了很多国外的救灾，
了解联合国有序开展救灾工作
的机制是怎样的。 ”救灾是非常
专业的领域，他以洪灾举例，“洪
灾来了再去响应是来不及的，需
要在洪水来临之前预测。 一旦出
现灾害性的降雨天气会有预警，
我们就天天盯着雷达图，记录这
个省的降水量， 不间断地监测，
一旦出现成灾阈值，就要监测上
游的水位变化，有明显变化要紧
急通知下游的救援队。 我们可以
为政府工作查漏补缺。 ”

除了人员、经费外，一些救
灾慈善机构平时还需要演练，也
需要对自身实际工作能力进行
测评。 只有做好这类工作，专业
力量才能不断沉淀、积累。 目前

应急管理部门对社会应急力量
能力分类分级测评试点工作，更
多针对的是救援队伍。 由业内联
合组成的平台进行能力提升、评
级仍然缺位。

法治还需健全

贾西津认为，2008年之后，社
会组织自身有很多改善治理的努
力， 在基金会等领域也有越来越
细致的法律规范。 行业内出现如
孵化器、 行业自律组织等各种支
持性组织， 一些专业性企业也参
与到公益行业的能力建设中来，
比如会计师、 审计师事务所等帮
助社会组织规范财务，改进治理；
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持； 有专
门评估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性、
公信力的平台……“效果是显见
的， 有一批发展得好的组织可以
与国际接轨， 但整体上的改善是
参差不齐的。 ”贾西津说。

她进一步解释，2016 年《慈
善法》、2017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分别规
范了国内、境外社会组织，与之

前十余年的地方探索、社会创新
的方向相比，更加强调由政府统
筹、加以法律规范，合法性的要
求变得更突出了。 其实在很长时
间里，中国大量草根组织并不具
有法律合法性，但从功能而言是
社会所需的，所以也一度非常活
跃;目前强调了法律规范，但“入
口”的规则还没有改，登记管理
制度的政府准入门槛很高，“入
口”进不来，法外生存空间不再，

“草根组织”的数量在减少。
慈善法具体实施中，相关组

织的规定还是回到国务院发布
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
的规范、保障相对完善，其他两
种形式的组织则比较缺乏，更多
是组织‘入口’门槛的规定，如如
何登记、年检等。 ”贾西津说。

对于卫生应急机制，王振耀
认为：“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任何
应急体系中都应该有政府和社
会组织对接的平台， 日常也需
要保持经常沟通，形成政社合作
机制。 ” （据《光明日报》）

� � 程序员王震加入了 5 名志愿者组成的 “W 大武汉紧急救援队”
微信群。 2 月 29 日凌晨，王震到达约定地点后和产妇家属联系

� � 河南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夫妻档”李剑和黄俊。 图为 2 月 16 日，黄俊（右）在消
杀作业前帮李剑给消毒设备加油

� � 2月 15日，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防疫青年
突击队的两名青年志愿者帮助患病老人推轮椅


